当代文化背景下的书法创作理路

李胜洪

我们刚刚跨入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加速剧变的时代。科技革命改变了社会生活，也改变着思想的传播方式，而思想的传播方式在改变着书法艺术走向。20世纪的上半叶，我们告别了毛笔；下半叶，我们陆续在告别硬笔；这个世纪开始翻开第一页的时候，人类已经以“奔腾”的速度行进在互联网的大道上。21世纪，书法将向何处去？这已引起当代众多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极大关注。本文从当代文化背景的视角，对当代书法的创作理路作一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一、清代书法的变革与当代书法发展的内在联系

历史上，中国书法经历了汉魏、两晋、唐宋等几个鼎盛时期。每一历史时期，大体上都是以单一的书法风格的主流横贯其中，且其发展大多在几趋完美之后发生变革。到清代，始出现了碑帖交融局面。这是书法发展的历史必然。

清代前期，书法延续帖派书法的尾音，靡弱甜熟的馆阁体书法风行一时，书法似乎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但尽管如此，馆阁体书法仍然是这一时期的主流。“馆阁体”书法的兴起，缘于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和当朝统治者的极力提倡，法之正宗。“馆阁体”在书法形式上是尊“二王”的，然而到了清代前期，“二王”书法的气数几乎殆尽，书法已经变得毫无生气和意趣，似乎全然是手工机械的作为。

“物极必反”是历史规律。碑学的兴起，则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清代书法由帖学向碑学过渡的转型期，始于嘉庆、道光年间，但在此之前，也就是乾隆盛世，书法的发展已经有了“复古求新”的态势，那就是“扬州八怪”的影响。这一群艺术的叛逆者，他们的书法创作完全不同于传统“二王”的书法路数，而简直是离经叛道的行径。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书法作者开始了书法的变革，他们纷纷寻求书法的创新之路。并出现了以金农、何绍基为代表的“革新派”，以邓石如为代表的“改良派”，以伊秉绶、陈鸿寿为代表的“创意派”。在他们的积极探索下，清代中期的书法，整个弥漫着创新求变的思潮，与传统“二王”书法相背离的书法创作潮流风生水起，汹涌澎湃，形成了碑学书法的一个小高潮。

与书法创新时间遥相呼应的是，碑学理论的创立，为碑学书法的创作实践提供着理论上的支持。清嘉、道年间，阮元《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贴论》的问世，使清代碑学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紧接着，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问世，更是将碑学的地位推上了顶峰。这样一来，由于两部“双楫”的诞生皆以“尊碑抑帖”为主旨，致使经历800年（宋淳化至清乾嘉）之久的帖学不得不彻底地退出清代书法发展的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碑学一统天下的书法新局面。

到了晚清民初，碑派书法已基本得到当时书坛的普遍认可。但以为清代中期以后书法走的只是碑学路数，这也不尽然，帖学仍然有很大的势力。直至晚清，朝廷官员中仍然视“二王”一脉的书法为圭臬，书法是沿着碑帖结合的内在理路在运行。且这一理路一直延续至民国和现、当代。民国和现、当代书家中，极少完全只学碑或帖的书家，尽管有的书家以碑派书法形态或帖派书法形态表现出来，但他们仍然是碑帖兼习。比如沈尹默、高二适等，就临习过不少碑版书法；胡小石、祝嘉等，也不完全是学碑，而是临习过大量的帖。至于将碑帖结合起来的书家则更多，难以尽数。因而，书法自清代中期起，走的是碑帖结合的路子。

二、当代书风凸现当代文化精神内涵

真正能代表当代主流方向的书家，他们对传统的汲取，倾注了大量心力，也是碑帖兼习，没有纯粹的学碑和纯粹的学帖，而是碑帖兼容。以碑帖结合为主流的当代书法，仍然是延续清代中期以来的碑帖结合的发展轨迹，契合书法发展的内在理路，有着强大的传统惯性和内在推力，且与当代背景作为其精神支撑。

当代书法顺应时代革新潮流，是时代创新精神在书法领域的体现。当代书坛的许多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书法作者，他们大多具有强烈的书法创新意识，他们本质上不是反传统的，他们与传统保持着某种必然联系，并没有完全割裂书法传统。与古代书家多以二王书法为正脉的书法传习传统不同的是，当代书家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至整个中国书法传统，随着二十世纪考古事业不断取得的巨大成就，许多民间书法资源及时、迅速被一批有眼光有才情的书家运用到书法的创新上来，使书法的取法途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宽；这些民间书法不是书法传统中的正统，但却是构成书法传统中的重要部分。除此以外，更多的书家仍然以二王等名家书法为取法途径，他们坚守书法传统中的正脉，使当代书法不至于走向狂怪之途。但与古代某些历史时期不同的是，当书家不是一味地死守碑或帖的经典，而是从经典碑帖生化出来，且与时代创新精神紧密结合，具有强烈个性色彩和鲜明时代特征。

当然，当代书法比较注重形式感。追求形式上的现代感和丰富性并不能代表当代书法的本质特征。当代书法发展的关键所在其实是创作者们对传统书法艺术在当代社会发展创新的历史使命感及其作品中所映出的当代社会文化特色。致力于当代书法创新的书法的作者们，实际上大部分是忠心耿耿的传统书法信徒，与狭隘的保守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更多地思考传统书法的当下状况和未来走向，或者说他们希望书法艺术不要固步自封，而应再创辉煌。因此，从作品的艺术语言上，他们更多地从传统的资源中发掘出新的书法艺术语言的可能性。 

至于当代书法出现的所谓的“流行书风”，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书法的特征之一，但“流行书风”它的不足也是显然的。首先，不少创作者过于重视书法形式上的翻新，而对书法文化本身缺乏深刻体悟，对传统书法艺术语言也缺少系统研究，因而其创新显得底气不足，粗浅浮躁。其次，由于创作者取法相似，观点相近，且互相影响，因而存在风格面目趋同的隐患，在强调个性的同时可能就失去了个性。另外，大多数书法家基本上仍然停留在传统书法研究和创作的封闭状态，对其它艺术门类和中外文化走向缺乏了解，其书法创作在艺术形式上手法上仍显单调，书写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的诗词文赋，缺乏新意，更谈不上当代文化意义上的观念性。

三、  表现个性与表现时代的二元对立与统一

最近二十年，书法艺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旋律下，狂飙突进，涌现出一大批创新作品，它们为表现当代人的思想感情，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的审美习惯和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书法，其功能在改变，以前偏重于修身、注重书写内容，现在偏重审美、强调视觉效果。其生存空间也在发生变化。首先，以前流行的直幅或横披现在必须截短它们的高度和宽度，变成方形或准方形，才能进入千家万户。以前几十字上百字的形式太琐碎，必须更加集中更加强烈，才能适应现代住宅讲究整体性和大效果的布置要求。其次，书法作品要进入展厅，挂在墙上，要在数百件作品中脱颖而出，必须气势夺人，所有这一切变化都使书法艺术日益成为纯粹的视觉艺术，它的尺幅、内容和形式都要改变，改变的目标是加强视觉效果，采用的方法是强调形式构成，“唯观神采，不见字形”，把汉字看作是若干视觉元素的组合，把书法看作是点画与结体的造形以及它们的相互组合，将时代精神灌注于对传统的分解与构成之中，将点画的粗细长短、结体的正侧大小、章法的疏密虚实、用墨的枯湿浓淡等，一组组对比关系揭示出来，组合起来，以最集中最夸张的形式，给人以最强烈的视觉冲击。毫无疑问，这样的创新作品突破了一般的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而且，这个一般已经不是傅山所面对的赵孟副、董其昌的媚巧书风，也不是刘熙载所面对的帖学的审美标准和平正形式，而是包括帖学与碑学在内的传统的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这将是一个重大突破。

这些变化，反映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当代书法存在一种表现主义倾向。这种书法表现主义倾向，作为一种思潮，也是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化背景相关联着的。它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是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这外来文化，其中之一，便是与“现代性”有关的话题。书法的“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事情，它反映出书法功能性的转变，由传统的“书写性”转向“表现性”，由记事记录功能转变为表现现代人的审美情感和个性精神，如果说汉晋时期“书法”的觉醒与独立是“书写性”对于文字的“铭刻记录性”的跨越与突破的话，显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书法现象则宣告书法“书写性”功能的动摇，诸多“现代性”的书法表现试图颠覆传统的中心性与唯一性已成事实，这种功能性的变化，正是书法现代性的体现。

书法的“现代性”表现几乎与“后现代”性表现同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独特的文化环境中。’但是，“现代”有过“派”，而“后现代”很难说有“派”。泛古典主义的传统书法在整个“书法时期”以“二王”或晋唐为指归，在审美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经典”情结，这有类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希腊艺术的态度。虽然其间大约在一千五、六百年的时限中“经典”情结有所变化，如清代嘉、道、咸以后“碑学中兴”造成的近代尊碑运动，不过，总起来说，千余年的书法基本上处于“书写性”的风格修正与试错之中。书法时期“言必称二王”。而碑与帖之争毕竟是传统理法范围内的学术流派之争，并末构成古典与现代的冲突。

总起而言，当代书法的创作，经历着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同时它又与传统紧密相关联，仍然是在历史视野的逻辑轨迹里前行，这一历史逻辑轨迹，便是清代中期以来的碑帖结合的创作理路，与当代文化精神背景的两相结合，是当代书法创作不能挣脱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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